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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治理之跨域途徑與協力策略

謝卓君

摘要

面對社會快速變遷帶來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政府治理教育不僅需展現效

率，更應具備面對危機事件的應變與協調能力。為增進對教育治理的理解，本研

究透過公共行政的理論視角，探究教育治理可能之跨域途徑與協力策略，並進一

步建構有助於理解教育跨域與協力治理的分析架構。為達上述目的，本研究採分

析式理論建構之研究取向，首先爬梳公共行政理論，以界定跨域與協力治理的重

要概念，並說明不同概念之間的關係。其次，以臺灣高等教育學用落差議題為

例，透過新聞內容分析以及政策文本分析結果，檢視個案教育議題反映之治理途

徑與策略特性。最後，本研究綜合公共行政文獻與教育治理實務經驗，提出可用

以探究與理解教育跨域與協力治理特性之二維向度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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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ing-boundary Approaches  
and Collaborative Strategies in  

Education Governance

Chuo-Chun Hsieh

A b s t r a c t

In the face of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brought about by rapid social 

changes, governments not only need to demonstrate efficiency but also require 

capabilities to respond and deal with emergencies when governing education issues. For 

promot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education governance, this study examines crossing-

boundary approaches and collaborative strategies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further develop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crossing-boundary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educational issues. To that end, 

this study is identified as theory-building research by adopting an analytical conceptual 

approach. This paper firstly defines prominent concepts of crossing-boundary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n 

illustrat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nd diversity of the various concepts. Secondly, 

the study explores the features of crossing-boundary approaches and collabo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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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yielded from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media news 

and governmental documents regarding a case study on the policy issue of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job market in Taiwan. Finally, the paper provides 

a two-dimension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various types of crossing boundaries and 

collaboration in education governance by synthesizing the theories derived from the 

literature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ractical evidence offered by the empirical 

case.

Keyword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higher education-job mismatch, education 
governance, new public governance, crossing-boundar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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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面對全球化促使的區域型態轉變以及科技化帶來的知識結構重組，教育系統

承受著巨大的轉型壓力，如1980年代新公共管理與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各國政府

將反映市場機制與績效責任的政策融入教育場域；臺灣近年同樣可見類似的改革

趨勢（陳榮政，2019；Hsieh, 2018）。然而，新公共管理邏輯的教育革新明顯未

臻完善，持續受到質疑與挑戰。市場績效取向的改革不僅顛覆教學、課程、評量

等方面的教育實踐，改革導致的權力重新分配更已嚴重扭曲教育專業，破壞教育

對於民主社會應有的責任與關懷（Ball, 2016）。

置身無疆界的時代，教育議題往往與其他公共事務交相混雜，成為難以處理

的棘手問題（wicked problems）。以2020年全球爆發新冠肺炎（COVID-19）為

例，教育系統在面對疫情衝擊時，無論是決策機制或運作效能，都備受考驗。在

臺灣，大學被迫大規模停課（許秩維，2020），成為疫情衝擊的「重災戶」（簡

立欣、李侑珊，2020），更加凸顯當前教育治理面對不確定性與急迫性脈絡時的

侷限。如何展現緊急應變與協調能力，成為政府治理教育議題的一大挑戰。

面對當前教育治理的諸多問題，訴求跨域（boundary-crossing）與協力

（collaboration）的治理論述逐漸浮現。王建軍與黃顯華（2003）表示，協作能

有助於教育品質提升，教育現場的成員透過協作不僅可以交流觀念與價值，過程

中更可見各自權力與角色的重構。英國政府近年推動學校組成網絡或建立協同夥

伴關係，則是教育場域的另一實例（Greany, 2017）。就公共行政的理論而言，

新的治理論述與改革措施強調不同部門之間的協力互動（O’Flynn, Blackman, & 

Halligan, 2014）。現代國家的治理不時可見多元行動者參與其中，公部門、私部

門與第三部門之間的跨部門合作與協調，成為政府面對公共危機時是否能夠快速

採取應變措施以化險為夷的關鍵（Petak, 1985）。若從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

的觀點而論，公民參與是民主社會改善教育系統運作的重要環節；對於民主國家

的教育治理而言，社會公民的協同互動成為政府改善教育系統的關鍵解方。

教育領域雖不時可見跨域、協力的探討，但文獻多從夥伴協作

（partnership）的概念出發，聚焦教育實務工作者、政府、學校、大學專家就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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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學改革的實踐經驗（如顧瑜君，2007）。若從教育研究角度而論，跨域或協

力的概念操作仍有明顯不足之處；王建軍和黃顯華（2003，頁8）指出，教育實

踐對於協作的基本要素缺乏應有瞭解，在欠缺理論基礎的情況下，可見教師專業

發展協作的「片面化的危險」，不僅教師專業發展難以全面，甚至出現變質的困

境。有鑑於當前教育治理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將借用公共行政領域發展多年的理

論，探究教育領域之跨域與協力治理特性，以建構可有助於教育研究者與政策制

定者探究與理解教育棘手問題的分析架構。

有鑑於公共領域協作或協力的複雜，難有最佳模式；O’Leary與Vij（2012）

提醒理論借用務必考量領域脈絡差異。教育議題雖為公共事務的一環，但為使

公共行政理論能適當地轉化至教育場域，本研究採分析式概念研究（analytical 

conceptual research）取徑，首先爬梳公共行政理論文獻，並就關鍵理論概念給予

概念化與操作化（conceptualization & operationalization）。其次，透過初步建構

的理論概念，檢視教育領域的治理實務，藉以瞭解教育跨域與協力治理可能反映

的特性。最後，綜合公共行政理論以及教育治理實務經驗，提出可用以探究與理

解教育跨域與協力治理特性之二維向度分析架構，試圖對於當前多元複雜脈絡下

的教育治理途徑與策略，提供新的分析視角。

貳、跨域與協力治理的理論範疇

一、治理意涵的發展與概念範疇

回顧公共行政理論的演變，從政府主導的「公共行政」至著重市場價值的

「新公共管理」，再到訴求公民社群參與的「新治理」，凸顯出三種不同的治理

邏輯（吳瓊恩，2002；謝卓君，2017）。面對新公共管理措施造成政府的行政能

力日漸削弱，公共行政學者開始另覓出口，諸如：Kelman（2007）倡議研究重

心應從政府（government）轉為治理（governance）；Rhodes（2000）訴求公共

事務運作不應以政府為核心；Huxham（2000, p. 338）則強調跨組織運作（inter-

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s）的治理，應透過如企業組織、社區、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的共同夥伴關係共享治理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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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股邏輯轉變的趨勢，公共行政領域普遍以新治理或新公共治理

（new public governance）稱之（Osborne, 2006; Robinson, 2015）。由於各家

學者處理新公共管理問題著重的論點不甚相同，各式概念接踵而出，如協力

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網絡治理（network governance）、共享

領導（shared leadership）、協同管控（co-steering）、合作管理（cooperative 

management）、公私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協力公共管理

（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等（Ansell & Gash, 2008; O’Flynn et al., 

2014）。

從「公共行政」至「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治理」，這三種論述邏輯

的發展雖可見先後順序，後繼者亦似乎都以著手前者實務問題與挑戰所產出，

但這並不意謂三個理論邏輯具互斥關係。Robinson（2015）表示，「治理」

是「政府」概念的補充與調整，彼此為互補關係。Pierre與Peters（2000）更

具體主張，治理為具有多重面貌的結構型態（governance as structure），不僅

展現科層官僚的層級體制（governance as hierarchies）、企業管理的市場機制

（governance as markets），更可能是網絡治理（governance as networks）與社群

治理（governance as communities）。新治理時期的理論概念看似繁雜各殊，但概

念之間的內涵多有重疊。綜觀而論，這些概念基本上都涉及兩個意涵：

（一）跨域：為避免政府行政效率惡化與市場失能的問題，來自公部門、

私部門與非營利部門（或第三部門）的不同個體與組織，應共同參與公共事務

的治理與公共服務的提供（O’Leary & Bingham, 2009; Williams, 2013）。新公

共治理展現的是「不同部門、甚至社會大眾，一同納入治理過程的秩序規則」

（Rhodes, 1996, pp. 652-653），是一種多部門（multi-sector）、多行動者（multi-

actor）與多層次組織（multi-organizational）的互動特性（O’Leary & Vij, 2012, p. 

508）。

（二）協力：為能跨越不同組織、不同部門、不同政策領域、甚至不同行政

管轄權的運作疆界，新治理強調參與的多元行動者彼此透過整全的（holistic）互

動途徑以及具穿透力的協力策略（perpetual collaboration），積極創造政府管理

公共事務的綜效（synergies）（O’Flynn, 2014,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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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理樣態的多樣與理論侷限

雖然「跨域」與「協力」能夠一定程度地反映新治理時期眾多概念的共

同意涵，但文獻對跨域與協力治理的運作機制仍存在相當歧異（O’Flynn et al., 

2014）。有些研究強調決策過程的協力互動，有些研究聚焦政策執行階段的聯合

行動；另有學者主張以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行動者為探究焦點，但有些學者則關

注夥伴關係更勝於行動者；有的研究訴求協力應涉及公共政策目標與公部門的正

式運作，但其他則主張協力治理需以非正式的治理程序為主（Gash, 2022）。

具體而論，目前文獻就跨域協力機制的理解可分成三種取徑：第一種採類

型學，關注特定形式的跨界機制；其中，以協同政府（joined-up government）、

整全政府（whole-of-government）、協力（collaboration）、網絡（networks）為

當前四種主要的跨域運作形式（O’Flynn, 2014, pp. 25-27）。第二種取徑是以連

續性觀點看待不同治理樣態的關係；例如，Himmelman（2002）區分四種協力形

式：網絡、協調（coordination）、合作（cooperation）和協力，並指出不同類型

之間的光譜關係；亦即後者是前者經時間累積或發展成熟後的進階狀態。第三種

取徑聚焦關鍵要素，透過如形式性（formality）、持續性（duration）、集中性

（focus）、多樣性（diversity）、穩定性（stability）、主動性（initiative）等變

項來分析跨域治理特性（O’Flynn et al., 2014）。

若進一步比較這三種途徑，不難發現當前理論的侷限。首先，學者對於相

同名詞可能採取不同的理解途徑。例如，在第一種類型中，O’Flynn（2014）將

「協力」和「網絡」視為當前盛行的治理類型，不探究兩者之間的關係；但第二

種類型的Himmelman（2002）則認為「協力」和「網絡」之間存在著發展程度的

差異，前者是後者日益正式化後展現的型態。再者，即使採取相同的理解途徑，

學者對於同一名詞的界定也不甚一致。以「合作」為例，O’Leary與Vij（2012）

認為是一種相較「協調」更為非正式、短期、自願性的跨域互動樣態，參與「合

作」的行動者與組織彼此不相互隸屬，各自保有獨立的權責以及對於各自組織的

認同。但Himmelman則持相反的看法，主張「合作」較「協調」展現更為正式化

的互動取向，互動關係的持續時間亦較長。

「從政府到治理」的邏輯轉變，雖然帶動公共行政領域對「跨域」和「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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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重視，但目前文獻對相關概念的界定仍缺乏具體共識。為突破該項限制，

本研究以建構可用於探究與理解教育領域跨域與協力治理之分析架構為重點。

參、教育跨域與協力治理的概念建構

一、分析式理論建構之研究取向

理論建構研究是一種從描述（description）到解釋（explanation），再進一

步至測試（testing）而後回到描述的三階段循環歷程；若依研究重心的差異，

可將這類研究分成兩種：概念取向研究（conceptual research）和理論測試取向

（theory-testing）；前者關注「描述」與「解釋」可代表經驗世界中的事件、客

體或過程等實務經驗的概念組合；理論測試取向研究的重點則在理論假設的「測

試」（Meredith, 1993）。有鑑於當前教育領域尚未就跨域與協力治理提出具體

理論架構，故本研究定位為概念取向之理論建構研究，重點在描述與解釋概念定

義；至於理論概念之測試或變項關係之驗證，則留待後續研究接力完成。

針對理論建構研究，Wacker（1998）區辨六種不同取向，其中一種「分析

式概念研究」是透過理論概念間邏輯關係的確認，以對當前文獻提供新的理論見

解，其研究特點與本研究目的相當契合。具體而言，Wacker將這種研究取向的

操作分成四個步驟：（一）發展定義：為確保實徵研究時的概念操作能確實反映

理論概念，避免概念操作化的錯誤，研究程序的第一要務在確認概念的定義。

（二）範圍界定：確認理論概念的可應用範疇，避免理論因範疇之外的特殊實務

經驗而遭到推翻。（三）關係建構：透過演繹邏輯確認理論架構內含之不同概念

間的相容性與一致性。（四）理論預測：「好」的理論需能解釋經驗世界，為了

橋接理論與經驗世界（the empirical world）的可能落差，可以實徵個案資料作為

檢證理論概念之依據，或是透過個案研究結果進一步修改理論架構，使其更能貼

切描述真實世界的經驗。

雖然分析式概念研究和實徵個案研究（empirical case study）都會運用個案，

但需特別強調，這兩種研究取向使用個案實徵資料的方式不同。Wacker（1998）

表示分析式概念研究取向為理論驅動之研究，亦即先透過邏輯演繹形成理論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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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再依據經驗世界的觀察，或透過個案研究提供之實徵資料與脈絡訊息，以確

認理論的內部一致性。相對地，實徵個案研究為依據歸納邏輯之資料驅動研究，

亦即透過歸納實徵資料以形成理論。本研究之設計乃依據前述分析式概念研究的

操作步驟，分別展開文獻分析與個案分析：（一）文獻分析：針對前述的第一至

第三步驟，研究者透過公共行政領域文獻的爬梳，確認有助於辨識跨域與協力特

性的關鍵面向，並闡釋這些治理面向之概念定義與範疇；在每個治理面向的概念

範疇內，研究者會進一步列出核心要素，具體界定每個要素的概念操作定義；最

後，彙整治理面向之核心要素概念，闡釋這些概念可能形構之跨域與協力之治理

類型。文獻分析的結果可見本文第參部分第二主題的概念操作說明。（二）個案

分析：為形成具理論內部一致性的分析架構，本研究依據前述的第四步驟進行個

案研究，亦即透過前三個步驟形成之理論概念，分析教育個案治理的實徵經驗，

進而確認分析架構的適切性與可行性。個案分析的結果將在本文第肆部分說明。

本文在提出結論與建議之前，將統整第參部分文獻分析與第肆部分個案分析結

果，並在文章第伍部分綜述不同類型之教育跨域與協力治理特性。

針對教育實徵資料的取得與分析，以下就個案議題的選擇、範疇界定與資料

分析等三個部分分別說明。

（一）個案議題的選擇理由
本研究以臺灣高等教育學用落差議題為個案，進行教育治理實務檢視。一項

跨國研究顯示（de Weert, 2011），近年許多國家為解決不約而同出現的學用落差

問題，政府積極透過改革以促進高等教育對外（特別是和勞動市場間）的互動，

期望大學能夠更有效地與公、私部門進行夥伴互動，進而提升畢業生就業力。臺

灣亦是如此，同樣重視高等教育和產業的合作（楊瑩，2016），且為有效解決大

學畢業生就業力低落的問題，政府多年來積極採取各項政策措施，致力解決高等

教育和勞動市場之間的落差（謝卓君，2021）。這項政策議題的發展過程相當複

雜，涉及教育部以外的多個政府部會方案，亦有來自產業與企業的投入（黃炳

欽、張國保，2007）。顯見無論是就國際或國內的經驗，學用落差都是一個高度

複雜的政策議題，不僅參與者難以限縮在教育領域，其中亦不乏非政府部門的參

與，更涉及不同政府部門的互動，是少數同時涉及政府部門、私部門、第三部門

等非營利組織的教育議題，相當適合用來檢視教育跨域與協力治理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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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議題的範疇界定
個案議題是一個高度複雜的教育議題，不僅參與者來自政府與非政府部門，

更涉及多個不同的公共政策領域。有鑑於此，具體界定範疇成為個案分析相當關

鍵的第一步。針對議題範疇，本研究採取Burstein（1991）的定義，聚焦一定時

間內涉及特定實質性問題（substantive issues）之一系列政策事件及參與其中的政

策行動者所共同組成之政治系統。若依據這個定義，首先需確認個案議題的關鍵

政策事件。本研究以報紙新聞為資料來源，針對新聞資料庫取得的報導資訊進行

內容分析。具體操作步驟如下：

1. 平衡不同媒體可能存在的報導差異，分別於聯合知識庫（https://udndata.

com/）、知識贏家（http://kmw.chinatimes.com/）和自由時報電子報（https://

www.ltn.com.tw/）三個新聞平台進行資料檢索，並以2005年為資料蒐集起始點至

本研究計畫實施之際為止（亦即2018年底）。

2. 為能聚焦關鍵事件，操作「高等教育學用落差」概念時，分別考量實質和

操作意義。就實質意義方面，沿用戴伯芬（2015，頁54）論述分析使用的「學用

落差」定義：「大專畢業生所學無法及時與產業需求接軌」。就操作意義方面，

則依據Burstein（1991）的建議，從組織（organizational）、功能（functional）

與實質（substantive）層面著手。綜合兩層意義後，本研究對個案議題的界定

為下列概念之交集：組織面的「大專」、「大學」；功能面的「畢業」、「就

業」；實質面的「產業接軌」、「產學合作」；並以這六個名詞為關鍵字，於前

述三個新聞平台進行交叉檢索，共取得3,525筆有關個案議題的新聞資料。

3. 為使新聞資料能聚焦在對個案議題整體具有意義的政策事件，經逐一閱讀

前述原始資料後，刪除涉及特定事件（如讀者投書、人物介紹）、特定組織（如

某所學校或企業）、特定區域（如某縣市的活動宣傳）、特定產業需求（如半導

體）或極端與偶發事件（亦即在13年的新聞檢索期間僅出現一次或事件發展未超

過一年之不具明顯政策影響性的報導）。

4. 經前述操作步驟後共取得288筆有效資料（包含自《聯合報》、《聯合

晚報》、《經濟日報》和Upaper取得176筆；自《中國時報》、《中國時報晚

報》、《工商時報》、《旺報》共78筆；《自由時報》34筆），進一步歸納得出

就歷時性與關注性都明顯突出的10個關鍵事件，作為本個案之議題範疇（關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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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請見本文第肆部分說明）。

（三）個案議題的政策分析
為瞭解教育個案議題的治理特性，進一步依據新聞內容分析結果界定之議題

範疇內進行政策文本分析。具體的操作步驟如下：

1. 分析資料：研究者針對前述10個涉及個案議題之關鍵事件，分別回溯事件

涉及的新聞有效資料後，從中取得27項法規，並以這些法規為政策分析單位。透

過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逐一檢索涉及這27個分析單

位的政策文本（包含政府公報、政策條文內容與法規歷程），以為資料分析之對

象（請見本文第肆部分表1）。

2. 分析策略：為確保政策文本分析的編碼登錄能精確對應所欲分析的治理概

念，本研究依據公共行政文獻分析結果所建構的教育跨域與協力治理的分析架

構，進一步確認相關概念之意涵與操作型定義。相關說明請見後敘「二、跨域與

協力治理的概念操作」說明。為求每個分析單位能夠完整包含個別政策內容代表

的意義，分析時並沒有限定每個類別僅能登錄一個代碼（分析結果請見附錄）。

二、跨域與協力治理的概念操作

如前所述，「跨域」與「協力」為新公共治理範疇的核心概念。若進一步論

述，前者涉及治理途徑，亦即為參與治理的個體或群體於治理過程之結構面的互

動關係；後者關乎治理策略，即治理參與者間之功能面的互動方式。本研究即以

「治理途徑」與「治理策略」作為分析教育跨域與協力治理特性的面向。以下，

先論述兩個關鍵治理面向的內涵與範疇，再列出各面向範疇內之核心治理要素，

最後，具體說明每個要素的操作型定義，以及概念操作時的分析類目與編碼登錄

原則。

（一）治理途徑
行動者是治理的基本要構成元素（Pierre & Peters, 2005），其可能以公民、

社群（community）、組織（organization）等形式參與治理，亦可能來自不同層

級（如全國或地方）或不同部門（如公部門、私部門、非營利／非政府組織的第

三部門），致使跨域治理途徑相當多元（Ling, 2002）。Donahue（2004, p. 4）特

別建議分析時可關注治理過程中展現主動性（initiative）行動者，亦即所謂的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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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者。在民主國家，這些特殊行動者以社會大眾利益為出發點，在不同行動階段

（如政策目標決策、政策執行規劃、政策結果評估）主導跨域治理的過程。具體

而言，治理途徑涉及兩個核心治理要素：

1. 治理參與

治理行動者的組成特性，不僅可從其身分種類與數量著手（Donahue, 

2004），「治理參與」概念的操作化亦可從其組成範圍著手。具體而言，治

理結構有兩種形式：一為垂直跨域（vertical boundary crossing）（Ling, 2002; 

Pollitt, 2003），指涉跨越不同層級機構的縱向互動，如同一政府內部的上級與

下級單位間的部際關係（如教育部和高教司），或是上級與下級政府之間的府

際關係（如中央教育部和地方教育局處）。二為水平跨域（horizontal boundary 

crossing），關注跨越不同部門與單位的橫向關係，這類治理形式可進一步區分

兩種形式，包括：（1）政府內部協力（internal collaboration），如同一政府體

系內部平行單位間的部際互動（如教育部和勞動部共同處理公共事務）、府會關

係（如行政院與立法院的互動），或是同一層級但跨越行政區域管轄之不同政府

間的橫向互動（如新北市政府與臺北市政府）；（2）公部門外部協力（external 

collaboration），亦即政府對外的跨域，如公部門與私部門或非營利部門的互

動。一般而言，涉及政府外部協力的跨域治理組成因不侷限於公部門，反映出較

為明顯的參與多樣性。

本研究在操作「治理參與」概念時，關注治理行動者的組成多樣性，並

以「政策參與者」為分析類別。此類別包含之類目編碼與細目如下：公部門

（F），如中央政府機關、地方政府機關；私部門（S），如企業、工會、財團

法人；第三部門（T），可包括大專院校、非營利組織、公民社會（包含在校

生、畢業生、應屆畢業生）。

2. 治理倡議

就公共行政角度而言，治理倡議主要是政策導向（policy-driven），可能

是政府主導並邀請非政府部門參與政策制定，抑或是由非政府部門啟動。依據

Ansell與Gash（2008, p. 544）定義的協力治理，政府為主要行動者，透過主動

與正式的途徑，與非政府行動者進行互動。後期學者的定義更為寬鬆，Gash

（2022, pp. 455-456）表示協力治理涉及集體決策（decision-making），代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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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參與者一同解決困境或實現目標之政策決策行動過程；這是政府部門和非

政府利害關係人共享權力（shared power），並以共識為導向的審議過程。跨域

治理途徑的分析，應關注那些對於擬定共同目標與策略具有能動力之政策設計

者，亦即政策制定階段的倡議者。

本研究在操作「治理倡議」概念時，以「政策制定者」為分析類別，其可能

包含的類目編碼與細目列舉如下：立法院（LY）、教育部（EE）、青年輔導委

員會（EY；以下簡稱青輔會）、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EL；以下簡稱勞委會

職訓局）、經濟建設委員會（ED；以下簡稱經建會）、經濟部（EC）、國家科

學委員會（ES；以下簡稱國科會）。

（二）治理策略
「治理策略」關注治理行動的運作。首先，不同行動者擁有的資源不同，

參與治理的理由也不盡相同。Pierre與Peters（2005）建議將行動目標列為治理

的分析面向。畢竟，行動者必須對於彼此的任務目標有共識，才能進行協作互

動（O’Leary & Vij, 2012）。其次，治理過程不乏行動者雖對任務與目標具有共

識，卻採取大相逕庭的行動策略者（李長晏、林煥笙，2009）。有的治理策略具

合法性，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另有些協力策略則為權宜之計，為不具持久性的

臨時安排（O’Flynn, 2014）。Gash（2022）認為，行動者面對不同治理任務所採

取的互動策略會有差異，例如針對需求導向的治理任務，為配合特定的資源與狀

況，傾向採取相較於問題導向治理任務（亦即具有明確的公共目的或預設的政

策目標）更為彈性或非正式的治理程序。具體而言，治理策略包含的核心要素有

二：

1. 治理任務

針對治理任務的分析，Donahue（2004, pp. 3-4）主張聚焦任務的集中性

（focus），例如行動者是專注於特定議題，或將一系列不同挑戰全都納為其治

理任務。O’Flynn（2014）認為，跨域治理任務究竟屬於問題導向（亦即以解決

特定公共問題或預設之政策目標為其互動之目的）或是機會導向（亦即是為滿足

不特定之需求），也應是分析的重要面向；其中，問題導向治理任務所預設的政

策目標，一致性較為明顯（亦即行動者對治理目標的想法較一致，或彼此的利益

歧異較不明顯），協力治理的過程則較為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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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治理要素關注治理行動目標的一致程度。研究者操作「治理任務」概念

時，以「政策目標」為分析類別。以個案議題為例，此分析類別涉及的類目編碼

與細目可包括：改善學生就業，如培養特定領域人才（1A）、建立學生職涯知

能（1B）、強化學以致用能力（1C）、增加學生就業機會（1D）；加強產學整

合，如改善學界資源整合（2A）、增進產學合作整合（2B）；促進產業發展，

如協助產業轉型（3A）、促進產業升級/創新（3B）。

2. 治理程序

對於治理運作的分析，Pierre與Peters（2005, p. 15）建議可從行動者用以產

生治理效果的工具（instruments/implementation）著手。Kelman（2007）以及

O’Flynn等人（2014）指出，為促進跨域的互動，常見簽訂契約、賦稅優惠、貸

款擔保、補貼或發放優惠券等非直接政策工具（indirect policy tools）的使用。

Capano、Howlett與Ramesh（2015）表示，這類新型政策工具的生成，意味著

公共治理邏輯的根本變化。「從政府至治理」，不僅新式政策工具出現，新公

共治理邏輯同樣改變了政策工具的範疇；從傳統政府主導的行政策略，擴大至

公共治理行動者的互動策略。為處理日益複雜多變的公共治理樣態，治理工具

（governance instruments）成為分析協力與網絡治理的另一種可能（Pilbeam, 

Alvarez, & Wilson, 2012; Saurugger & Terpan, 2016）。教育領域的研究同樣可見

治理工具字眼的使用（如Ioannidou, 2007）。

有鑑於此，本研究以治理工具作為公共事務治理程序正式性程度之操作性概

念，並依據McDonnel與Elmore（1987）的研究結果，將命令型與誘因型工具界

定為高正式取向的治理程序，並將能力建立型與系統變遷型工具定義為低正式取

向的治理程序。在進行個案分析時，本研究包含的類目編碼與細目包括有：涉

及禁止、要求、督導、考核等行動策略的命令型工具（A）；有關獎勵、補助、

獎助、補貼之誘因型工具（B）；涉及研討會或設置資訊平台之能力建立型工具

（C）；設置特別單位、契約、組織社群、策略聯盟等行動之系統變遷型工具

（D）。

三、跨域與協力治理的概念關係

基於前述兩個關鍵治理面向（即治理途徑與治理策略）的程度差異，可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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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發展出四種可能的跨域與協力型態，不同類型之間的概念意涵並非黑白般的截

然二分，宜以光譜連續性的觀點看待。不同治理樣態關係的示意圖請見圖1。

治理途徑的多樣性（低）

類型III類型IV

類型II 類型I

治理途徑的多樣性（高）

治
理
策
略
的
正
式
性
︵
低
︶

治
理
策
略
的
正
式
性
︵
高
︶

圖1　不同跨域與協力治理型態之示意圖

（一）類型I：治理途徑多樣性低、治理策略正式性高
這類型態主要反映協同政府的治理特徵，其起源於英國，是公共行政相當常

見的跨域類型。為解決新公共管理主義造成政府部門間或不同層級政府間關係碎

裂的問題，協同政府展現的治理改革著重於政府機構的改造，以提升公部門機構

協調為其要務（Christensen & Lægreid, 2007）。

1. 治理途徑的特徵

依據Pollitt（2003, p. 38）的定義，協同政府為「不同政府機構間彼此協調

的行動」。此處之「不同政府機構」，若依據Ling（2002）的舉例，可能是：

（1）垂直協同，如國家內部跨不同層級政府（如聯邦政府與地方州政府）；

（2）水平協同，如政府內部跨部會的部際（inter-agency）互動，或是同一層級

不同政府（如兩個地方政府間）的府際（intergovernmental）關係，又或是政府

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的府會關係。綜言之，這類治理途徑僅限公部門參與，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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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亦由政府主導，故展現之治理途徑多樣性程度並不明顯。

2. 治理策略的特徵

協同政府指涉「透過正式途徑，將不同的組織整備起來，以達成政府預設的

目標」（Ling, 2002, p. 616）；不僅展現不同組織為彼此共同議題一起努力的合

作夥伴關係（partnership），更強調跨域過程不同組織仍保有各自組織特性（認

同、宗旨等）的運作特徵（Ling, 2002）。這種模式係透過一系列，如共享領

導、合併預算、聯合諮詢等正式化的政策運作途徑，讓公部門機構能夠在保有自

身組織特性的前提下，共同承擔公共事務責任，一同為達成政府預設政策目標而

協力互動（Ling, 2002）。具體而言，這類樣態的治理任務以解決政府部門問題

的核心，偏好使用正式化的治理策略。

（二）類型II：治理途徑多樣性低、治理策略正式性低
隨著協同政府治理模式的擴散，不少國家開始沿襲類似的治理樣態，聚焦政

府部門的組織重組，但這些後起的國家（如紐西蘭與澳洲）則傾向將這類政府主

導的改革經驗稱為整全政府的治理型態（Halligan, 2007）。

1. 治理途徑的特徵

類型II和類型I類似，都以公部門為治理途徑的樞紐，並由政府主導治理倡議

的過程。為求突破新公共管理取向的侷限，兩種治理樣態同樣重視政府內部運作

能力（internal capacity）的強化。然而，除了權力下放，關注中央機構（central 

agencies）與直屬機構（line agencies）間之垂直權力平衡，整全政府更強調跨政

府部門的水平協力，透過公部門機構重組，重新劃分政府內部機構的權責，進

而提升政府的服務（Halligan, 2007）。甚至發展至後期，更進一步引進如公部門

與私部門的跨部門工作（inter-sectoral working），將私部門納入跨域運作的範疇

（Christensen & Lægreid, 2007）。

2. 治理策略的特徵

澳洲或紐西蘭對於整全政府的界定，和英國的協同政府或是加拿大的水平政

府（horizontal government）相似，都聚焦在政府組織改造，由公部門主導政策目

標與任務決策，並以實現政府目標為要務（Halligan, 2007）。因此，整全政府常

被視為是協同政府概念的延伸（Christensen & Lægreid, 2007; O’Flynn, 2014）。

依據澳洲政府的官方定義，整全政府係「透過正式和非正式的途徑，跨越部會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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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界線⋯⋯並聚焦政策發展、方案管理或服務提供等面向⋯⋯致力達成彼此共同

目標」（Management Advisory Committee, 2004, p. 1）。綜言之，類型II的治理任

務雖然和類型I相同，都以解決政府部門的問題為核心，但就治理策略的正式化

程度則較類型I為低；同時可見正式化與非正式化治理策略的運用。

（三）類型III：治理途徑多樣性高、治理策略正式性高
公共行政領域的文獻常將協力治理模式視為政府改革的標竿或「聖杯」，主

導著當前新公共治理的論述框架（O’Flynn et al., 2014）。類型III相當程度反映著

這個治理改革類型的特性。

1. 治理途徑的特徵

協力治理強調夥伴關係對於政策決策與執行的重要性，透過公部門、私部門

與非營利組織的協調合作，以跨部門無縫接軌的形式來滿足公民社會對於公共事

務的需求（Huxham, 2000）。Donahue（2004）更具體表示，協力治理必須同時

包含來自公部門與私部門的行動者；Ansell與Gash（2008）的看法類似，認為協

力過程是由政府直接引進非政府部門的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決策的過程。然

而，協力治理和整全政府的治理途徑差異，在於所有協力治理的參與者，無論公

部門或私部門，都需實際參與政策決策或目標設定，是以共識為導向的集體審議

決策過程（Ansell & Gash, 2008; Gash, 2022）。O’Leary與Vij（2012）特別強調，

協力治理過程的所有行動者都應對於協力的目標與任務有所共識。綜言之，類型

III的治理途徑相較於前面兩種型態更為多元，治理過程亦可見非政府部門行動者

參與決策，治理倡議不再由政府單方主導。

2. 治理策略的特徵

協力治理雖可見非政府部門行動者參與，但治理倡議仍以提供公共服務的

機構發起為要件（Ansell & Gash, 2008）；換句話說，這種治理類型需以公共

目的或公眾利益為出發點，治理任務因而聚焦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與管理

（Ansell & Gash, 2008; Donahue, 2004）。Resh、Siddiki與McConnell（2014）更

具體主張，協力治理的宗旨在解決政府機關之政策問題，透過跨部門的協力互

動，共同提供公共服務之所需。這種類型主要採取如集體會議產生的正式化溝

通、創設新的組織結構等正式化的治理策略；相對地，諮詢、宣傳或遊說等非正

式的途徑，都非屬協力治理的範疇（Ansell & Gash, 2008）。綜言之，類型III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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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治理策略特徵和類型I相似，均是以促進行動者之間長期穩定的互動為重，

正式化程度明顯。

（四）類型IV：治理途徑多樣性高、治理策略正式性低
這個治理型態經常和「網絡」劃上連結，展現出一種相互依存的結構，涉及

的互動形式非常多元，可以是透過利益交換的方式，或是互利互惠關係，行動者

間可以是正式的聯繫，也可是非正式的關係，成員間可能是因專業知識而產生聯

繫，也可是基於彼此信念的分享（Frederickson, 1999）。

1. 治理途徑的特徵

這種治理型態明顯反映出民主社會的價值，公共行政與管理的焦點從傳統官

僚系統與新公共管理的市場機制，移轉至政府機構、私人企業、利益團體、非營

利組織等多元行動者組成的網絡途徑（蔡允棟，2006）。換句話說，網絡治理可

以超越政府管控（government steering）形式，政府不再是治理過程中唯一握有

主導權的行動者（O’Flynn et al., 2014）。由於治理參與不限公部門，且政府無法

主導治理倡議的過程，就治理途徑的多樣性程度而言，類型IV可謂最為複雜的一

種治理樣態。

2. 治理策略的特徵

「治理」不應只是管理（management），更應為社會的自我管控（self-

steering）；政府扮演的角色應有所節制，不應擴大為對所有規劃與執行的管

控，而應著重在調和的（mediating）任務（Kickert, 1997）。換句話說，這型態

的治理任務不再侷限於政策議程的制定或是解決政府問題，或是政府部門提供公

共服務的計畫，而是像網絡治理的事務，如建置訊息共享的傳播網絡或發展社群

網絡等涉及社會資本或公眾能力的議題（O’Flynn, 2014）。有鑑於此，這類公共

治理必須超越政府管控形式，除正式化的制度機制，更觸及政府體制外部的政治

與社會制度，同時展現出正式和非正式的連結（Kickert, 1997）。故就治理策略

而言，類型IV的正式化程度是四種樣態中最不明顯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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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育個案議題之治理特性分析

一、個案教育議題的治理發展

高等教育學用落差議題在臺灣的發展可追溯至2005年。當時行政院經濟建設

委員會為配合推動《挑戰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擬定國家人才發展計畫，

要求教育部、勞動部等相關部會，配合國家產業發展需求，建置人才培育機制、

加強產學合作（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5）。自此，個案教育議題正式成

為我國的政策議題，政府開始就高等教育與勞動市場落差問題陸續提出多項因

應策略。2012年行政院公布《縮短學訓考用落差方案》，對於學用落差具體提

出官方定義；個案教育議題在這項法規公布後提升至行政院政策層級（行政院，

2012）。有鑑於高等教育學用落差問題日益嚴重，教育部於2013年公布《人才培

育白皮書》明確指出2023年前國家人才培育將以縮短學用落差為目標（教育部，

2013）。為有效減緩學用落差，立法院於2015年公布《技術及職業教育法》，透

過法律明文揭示技職教育師資產業實務能力的重要；隔年，教育部則透過立法院

施政報告，說明落實產學合作機制的四大具體方針（教育部，2016）。

若依據個案政策議題的屬性，可將前述的發展過程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

段為政策議程前期，行政院下屬機構陸續對於學用落差議題提供對應措施。新聞

內容分析結果顯示，2005∼2012年期間，個案教育議題的關鍵事件包括七項：開

設大專就業學程（A）、畢業生至企業實習（B）、雙軌訓練（C）、成立區域產

學合作中心（E）、產學攜手培育（G）、產業研發碩士專班（I）、產學合作培

育研發菁英（J）。第二階段為政策議程後期，開始可見行政院和立法院等層級

的政府機構參與個案議題的治理過程；根據新聞內容分析結果，自個案議題成為

行政院政策議題後的這段期間，曾出現三個關鍵事件：技職教育再造（D）、設

置產業學院（F）、產學大小聯盟（H）。表1彙整新聞內容分析所得之關鍵事件

與對應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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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個案議題之關鍵事件與對應法規

發展階段
關鍵事件 
代碼

分析單位（法規名稱與對應代碼）
政策議程 
起始

前期 A 補助大學及技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1） 2005
教育部獎助技專校院推動最後一哩就業學程要點（2） 2007

G 教育部補助推動產學攜手計畫要點（20） 2007
B 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方案一之一大專畢業生至

企業職場實習方案實施要點（3）
2009

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條例（4） 2009
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實施要點（5） 2009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辦理大專校院提升青年就業力

補助要點（7）
2008

C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6） 2009
J 教育部補助大學與企業合作培育國際研發菁英計畫實

施要點（21）
2010

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補助要點技大學延續計

畫要點（23）
2012

教育部協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補助

作業要點（22）
2014

I 大學校院設置產業研發碩士外國學生專班推動實施要

點（27）
2005

大學校院設置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推動實施要點（25） 2015
大學辦理產業碩士專班計畫審核要點（26） 2015

E 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補助原則（9） 2005
教育部辦理技專校院技術研發中心申請及補助原則

（10）
2005

教育部推動技專校院與工業區產業合作實施要點

（11）
2005

教育部獎助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12）
2007

教育部獎勵產學合作績優及卓越進步大專校院實施要

點（13）
200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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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階段
關鍵事件 
代碼

分析單位（法規名稱與對應代碼）
政策議程 
起始

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網絡聯盟補助計畫實施

要點（14）
2010

教育部推動技專校院與產業園區產學合作實施要點

（15）
2010

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16） 2012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申請及審

查作業要點（17）
2017

技專校院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查核實施計畫（18） 2017
後期 H 經濟部補助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作業要點（24） 2012

F 教育部補助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辦理產業學院計畫實

施要點（19）
2013

D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8） 2015

二、個案教育議題的治理途徑

（一）治理參與
政策文本分析結果顯示（參見附錄之政策參與者欄位），參與個案議題治

理的行動者（機構）包括公部門（F）中央層級的立法院、經建會、教育部、青

輔會、國科會、經濟部和勞委會職訓局；地方層級則有各縣市職業訓練中心。

此外，亦可見來自私部門（S）的公司企業和職業工會，以及來自第三部門與其

他非政府機關（T）的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大專院校、大學畢業

生、應屆畢業生和在校生之參與。

就水平跨域而言，若以「產學大小聯盟（H）」關鍵事件為例，政府部門倡

議透過大聯盟（由業界提出研發議題，再請學研單位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和小

聯盟（學研單位將技術公布於平台，由業者依需求自行尋找學研單位合作）並

行作法，促進產業創新與轉型（劉盈慧，2013）。該政策事件最後是由經濟部

（EC）與國科會（ES）攜手，一同為「有效縮小產學落差，促使大專校院及學

術研究機構與國內企業共同投入前瞻技術研發」，共同規劃與實施《補助前瞻技

術產學合作計畫作業要點》（24）（行政院公報第18卷第215期）。此一關鍵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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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事件展現中央政府內部之水平部際互動形式。

再以「雙軌訓練」政策事件為例，「勞委會積極發動旗下各勞工就業中心，

廣辦徵才活動⋯⋯在南市工商策進會稱職扮演紅娘角色」（陳惠珍，2012）；為

透過務實致用的訓練提升青少年之就業能力，勞委會職訓局（EL）於2009年訂

定「雙軌訓練旗艦計畫」（6），在政策推動過程中可見勞委會和縣市政府共同

籌組工業發展投資策進會，展現跨越中央與地方層級政府之垂直府際關係。此一

政策事件凸顯個案政策議題不僅可見水平跨域治理，亦可見垂直形式的跨域治理

途徑。

（二）治理倡議
若進一步分析個案議題的治理倡議組成，曾於治理過程扮演政策制定角色者

（資料參見附錄之政策制定機關欄位），包括立法院（LY）、教育部（EE）、

經濟部（EC）、勞委會職訓局（EL）、經建會（ED）、國科會（EC）和青輔

會（EY）。這七個倡議機構均來自公部門，政策文件分析不見私部門或第三部

門行動者扮演倡議角色。在歷經2012年中央政府組織改造後，其中四個組織的業

務與功能有所變動，分別為：青輔會（2013年後改為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勞委

會職訓局（2014年後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經建會（2014年後為國家發展委

員會）和國科會（2014年後為科技部）。政策文本分析結果顯示，對個案議題展

現主動性的治理倡議者均來自政府中央層級機構。

就治理倡議的機構組成而言，政策文本分析結果顯示在27項政策分析單位

中，共計有21項是由教育部（EE）的技職司和高教司主責相關政策規劃，明顯

高於勞委會職訓局（EL）的兩項，以及各僅統計一項的立法院（LY）、青輔會

（EY）、經建會（ED）、經濟部和國科會（EC、ES）。具體而言，就個案政

策議題的倡議，教育部為核心機構。

三、個案教育議題的治理策略

（一）治理任務
政策文本分析結果顯示，就治理過程可見倡議機構規劃之任務與政策目標

（資料參見附錄的政策目標欄位），以「加強產學整合2A、2B」最為重視，在

27個分析單位中，有16個政策都涉及這項任務目標，明顯高於「改善學生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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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1B、1C、1D」的12項以及「促進產業發展3A、3B」的七項。若進一步分

析涉及「改善學生就業」治理任務，在12個分析單位中有七項政策任務目標以

教育部（EE）為倡議機構，明顯高於勞委會職訓局（EL）的兩項，以及經建會

（ED）、立法院（LY）和青輔會（EY）各占一項。類似的情況同樣可見於「加

強產學整合」治理任務，在16項涉及這類目標的分析單位中，教育部（EE）主

責規劃推動的政策就占14項；遠高於勞委會職訓局（EL）和青輔會（EY）各自

倡議一項；就「促進產業發展」，共有七項分析單位涉及這類任務目標，其中由

教育部（EE）倡議者占五項，經建會（ED）、經濟部和國科會（EC、ES）則個

別倡議一項。綜言之，個案議題的治理任務，除明顯集中在教育部，政策文本分

析結果同樣顯示倡議機構設定的治理任務重疊性高。

（二）治理程序
政策文本分析的結果顯示，個案議題的政策設計偏好選擇命令型治理工具

（A）（資料參見附錄的政策工具欄位），所有27項分析單位都可見命令型工具

的使用。這類治理工具透過強制規約，使標的團體順服；由於使用時容易造成政

策執行者和標的團體之間的對抗，因此政府設計使用這類治理策略必須非常具

體，像是設定明確的最低標準，否則行動者容易拒絕或不知如何行動，將減損預

期透過「規則」可能產生的強制力。

若進一步分析個案政策議題治理過程的工具使用情況，政策文本分析研究結

果顯示27項分析單位中，共有24項可見命令型（A）和誘因型（B）兩種治理工

具的混合使用。誘因型工具亦為高度正式化取向的工具，這類治理程序透過資金

移轉至特定行動者的方式（如提供補助），誘導標的團體產生預定行為。為能對

行動者產生足夠誘因，這類治理程序在規劃時同樣需具體明確（如明確載明資金

移轉的數量與方式），以期能產生激勵效果。

個案研究顯示，無論設定的政策目標為改善學生就業（1）、加強產學整合

（2）或促進產業發展（3），倡議機構都會同時納入這兩種治理程序，凸顯對於

混合使用高正式取向的治理策略的偏好。為確保預期治理效果的實現，個案議

題仰賴反映具體明確特性之高度正式化的治理程序。相較之下，能力建立型工具

（如教育訓練、添購設備、投入經費進行基礎研究等）與系統變遷型工具（如實

施教育券）因治理效果都需經過一段時間才能浮現，因此為達成預期效果，政府

05-2_謝卓君_p039-080.indd   61 2022/7/20   上午 10:43:43



62　教育研究集刊　第68輯第2期 

使用這類治理程序需保持相當的彈性，以切合當時治理情境；若採取過於正式或

僵固的策略，將難以因應突發狀態或不確定因素。

伍、教育跨域與協力治理之途徑與策略

教育為公共事務的一環，以下將透過公共行政理論視角，檢視教育領域之跨

域與協力治理特性，並分別闡釋教育治理可能應用之跨域途徑與協力策略。

一、教育治理的跨域途徑

（一）教育個案的特徵
前述有關個案的發展過程顯示，參與教育治理過程的行動者雖不侷限在公部

門，可見公部門、私部門與非營利部門之多元參與，但治理參與仍以公部門為樞

紐，由其主導政策決策與設計的過程。換句話說，治理行動者的組成雖同時可見

水平和垂直跨域的形式，但都以政府內部部際互動或府際關係方式進行，同時展

現出以教育部為核心的治理倡議特徵。綜言之，教育個案反映的跨域治理途徑並

不符合類型IV的特徵。

（二）公共治理的啟示
教育個案展現的治理途徑特徵與國內公共行政領域的研究結果相呼應。林淑

馨（2016）指出，我國政府治理公共政策議題時，仰賴垂直部會關係，然由上

而下的互動形式易造成參與的行動者與組織位處不對等地位。朱鎮明與朱景鵬

（2016）則認為，我國中央政府存在明顯部會本位主義，各部會受各自專業考

量、領導風格與組織文化差異等影響，致使政府部門之間的機構界線分明，明顯

阻礙跨部會之協力可能。

以中央政府部門為核心的治理途徑，往往容易在面對棘手、急迫的政策議

題時捉襟見肘，難以產生足夠的協力互動（Christensen & Lægreid, 2007）。如

同傳統科層治理，因組織功能分化，致使公共系統在亟需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時，難以快速、彈性地做出因應作為，過於僵化的治理途徑容易對跨域造成阻

力（O’Flynn, 2014）。除組織權責制度的框架限制，參與治理的行動者基於組

織忠誠，在面臨無法明確歸屬任何部門的政策議題時，或當治理行動涉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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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利益時，都容易因本位主義，刻意忽略棘手問題或對其置之不理（Flinders, 

2002）。為突破這些限制，提升治理倡議途徑的多元確有其必要；亦即透過統理

各方成員差異，以創造出更大的治理綜效（Huxham, 2000）。

具體而論，為減少政府部門主導治理倡議，可透過如設置整合性組織、組成

聯盟、建置跨層級或部門等策略性夥伴關係，增加非正式化組織運作的可能。

然而，這並不意指愈是彈性、多元的治理途徑愈好。李長晏與林煥笙（2009）提

醒，若治理行動者自主性過高，容易讓成員對於治理行動摸不著頭緒，並對目標

感到無所適從。Himmelman（2002）表示，為達成共同目標的協力，行動者甚至

需要犧牲既有自主決策權或組織文化，以共同承擔責任，共享資源與利益，而這

些「犧牲」往往都伴隨著極大的組織風險。為減少協力可能對組織既有任務與運

作產生衝擊，通常需仰賴正式化制度安排，讓來自不同部門的行動者能對於彼此

的協力互動產生足夠的信任，進而維持長期穩定的跨域關係。就此而論，正式化

的規範或溝通管道仍有其必要性。換句話說，面對公共治理的複雜性，確立共性

（commonality）至為關鍵（O’Flynn, 2014, p. 30）。成員必須對於目標、結果或

願景有所共識，以凝聚對促進合作的責任感，才不致在跨域互動時產生矛盾或失

焦（Glasby, Dickinson, & Miller, 2011; Pollitt, 2003）。

在規劃治理途徑時，尚需留意脈絡差異，因為沒有一體適用的改善方法，如

何能依據系統特殊性擬定配合脈絡特性的解決途徑，極為關鍵（O’Leary & Vij, 

2012）。考量我國公共行政脈絡特性，朱鎮明與朱景鵬（2016）表示，為能產生

更為積極的治理效果，建議可設置專責政策協調的單位或人員，或是透過政策議

題專案管理方式，俾利不同部會之間的資訊分享與溝通。這種作法類似核心領航

機制（central steering mechanism）。Flinders（2002）認為此舉將可調節政府部

會彼此因組織界線與性質差異所可能導致之阻礙與衝突，可有效促進政府內部的

跨域與協力。

（三）教育治理的應用
若欲在教育領域應用公共行政的建議，仍有審慎為之的必要。以荷蘭為

例，政府為解決高等教育學用落差問題，曾透過立法程序重組政府部門，為

跨越教育與就業兩個公共政策領域，新設七個跨部門專門執委會（thematic 

directorates）。但實施後不但未能解決問題，新、舊專門執委會相繼出現協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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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新專門執委會之間也缺乏應有的合作；隨後政府只能亡羊補牢，關閉其中

三個專門執委會，並表示設置專門執委會的形式過於正式，較為鬆散的組織結構

可能會是更為適合的改革策略（Klaster, Wilderom, & Muntslag, 2014）。荷蘭處

理高等教育學用落差的經驗告誡我們，若欲建立跨部會的整合或協調機制，仍

需保有足夠的彈性；若在政府內部成立跨部會的委員會，或是設置重點任務編

組，必須小心疊床架屋，避免部會間任務重疊。如同廖洲棚（2014，頁93-94）

所言，唯有公部門機關之間能彼此協調，才有助於減少官僚冗餘（bureaucratic 

redundancy），避免行政授權的碎裂化（fragmentation）以及任務的重疊化

（overlapping）。

綜言之，若欲改善教育治理途徑過於仰賴政府部門垂直互動的問題，建議可

從建立兼具共性與彈性的治理途徑著手，如改善組織結構性整合、創新分工型

態，以提升公部門對於處理非例行性事務或非常規性政策問題的效率，進而促進

部際關係的動態互動。然而，強化治理途徑彈性並不意謂獨尊類型IV的治理模

式，畢竟這種治理樣態並不以具體明確的共同任務為要件，再加上治理行動者的

角色與任務相當多元，與臺灣當前以中央政府為核心的教育治理特性差異過大，

草率借用未必有利。

二、教育治理的協力策略

（一）教育個案的特徵
前述個案分析顯示，政府部門主導學用落差議題的治理任務決策與規劃，倡

議機構以實現政府目標為其治理任務，且設定的政策目標重疊性高。個案議題的

經驗亦見倡議機構雖偏好使用高度形式化的治理程序，但並不侷限於正式化的組

織運作方式，在不消除組織間正式界線的前提下，仍可見個案議題採取如能力建

立型與系統變遷型工具等非正式的跨界互動策略。綜言之，教育個案反映出偏向

類型II的治理策略特性。

（二）公共治理的啟示
個案議題展現的治理策略特徵與我國當前公共行政的運作亦相吻合。陳海雄

與戴純眉（2007）的調查顯示，我國中央政府跨部會協調運作方式以「主管部會

協商」最為常見（占比77%），「政務委員協商」（19%）和「政策統合機關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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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4%）次之。如同個案分析顯示，教育部、國科會、經濟部曾在行政院科

技顧問組協助下組成「整合型產學合作跨部會工作小組」，並由此工作小組負責

產學合作相關的業務整合；透過這類跨部會協調機制，無論是各部會主管或選派

司處長級人員進行的跨部會議，或是既有政府機構或承辦單位兼辦協調工作，都

側重政策統同性的橫向協調，互動過程維持既有組織疆界，展現正式化取向的制

度規範。

個案議題的分析結果同時可見契約或外包等程序，政府將提供公共服務的權

責委託給非政府部門代為執行。這些治理程序策略試圖透過權威分享取代支配

性權威，例如將政府業務委託私部門或第三部門，減少政府人力或財政支出；此

舉雖可能有助解決政府失靈問題，但仍難免受到主政單位既有慣性（如習慣性業

務邏輯、專業偏執、資訊落差或層級視野等因素）之影響與限制（朱鎮明、朱景

鵬，2016；Huxham & Vangen, 2000）。此外，個案分析亦顯示，倡議機關經常

採取獎勵、補助、補貼等治理策略以誘發標的團體產生預期行為。雖然適當的激

勵和報酬確實有助於協力互動強化（Glasby et al., 2011），但文獻提醒過度仰賴

這類正式化取向治理策略可能產生的問題。例如，Flinders（2002）表示，政府

預算是依據部門進行配置，額度與項目各有其限制，故難以規劃適當的跨部門

運作策略；且若不同部門在跨域與協力過程負擔的成本或彼此獲益的分配無法

均等，勢必將阻礙跨部門的運作。O’Flynn（2014）則認為，政府部門使用預算

時，容易受限於年度性支出與維護的考量，無法產生具長期戰略性的治理思維。

李武育與陳薇如（2008）的研究顯示，政府部門進行計畫型補助時，相當重視行

政作業（如撥款程序、計畫結案後的查核機制），相較之下，受補助單位則關注

如何在計畫期限內將補助經費執行完畢。由於政策制定端與執行端著眼的層面不

同，致使雙方協力互動相當有限；更有甚者，政府部門為確保補助過程能夠符合

行政程序，可能就計畫執行的普及度與深化度讓步，以致最後的執行結果偏離預

定的目標。

實務上，就前述補助策略的問題，雖然已出現改良措施，例如分配預算時，

改採集中預算或整體（筆）預算，或是依據計畫成果分配預算，或以競爭型計畫

形式進行。但就臺灣目前公共行政的操作經驗而言，這類改良後的正式化治理策

略仍有其侷限。林淑馨（2016）指出，我國政府傾向將補助視為一種附帶條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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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與，凡是符合補助條件者，都需在接受補助後，履行預設的法定義務；但取得

經費並非是臺灣非政府機構申請補助的唯一理由，當補助方與受補助方的意向不

一致時，這類由政府強勢主導透過計畫方案引導資源分配的治理策略，往往難以

取得當初預期的結果。朱鎮明（2010）提出類似看法，認為標的團體的動機相當

多樣，若補助策略是在政策執行者和標的團體雙方欠缺意向交流的情況下擬定，

或未考量標的團體的需求，則難保補助方案能夠落實倡議者規劃的政策目標。

有鑑於公共治理的複雜性，目前反映新公共管理邏輯的績效問責系統存在極

大的改進空間。O’Flynn（2014）認為新式激勵或獎勵機制，須能同時包含多重

功能，不僅能分享優異表現、鼓勵成功，更需能容忍失敗與學習錯誤，發現跨

域運作的問題。Christensen與Lægreid（2007, p. 1063）更具體表示，為避免政策

執行偏離預設任務目標，建議建置兼具水平與垂直的問責機制，對所有參與機

構課責。這是一種同時包含共同標準（common standards）與共享機制（shared 

systems）的績效表現系統。進一步言，垂直面課責乃是承襲科層治理與新公共

管理邏輯，強調以成員跨域互動之目標與任務，來評估整體行動之共同表現與成

果。Pollitt（2003）則是從協同政府的角度出發，主張需建立評估目標達成與否

的機制，依據評估結果提供成員充分且必要的運作資源。O’Flynn指出，有效的

績效問責系統需能具體交代跨域互動的目標，以及負責個別任務目標的行動者，

聚焦成員共同、可測量的互動結果，必要時甚至可要求執行機構進行預算報告和

成果回報，以期使最初協議或期待的績效能能夠和方案的實際成果有所連結。另

一方面，若針對水平面績效課責而論，則是訴求能夠展現出多元行動者之不同表

現的機制，以期能夠適時地容納多元行動者的不同聲音與需求，並對參與機構產

生問責效果（Christensen & Lægreid, 2007）。此外，為促成跨機構協議的運作，

避免績效問責妨礙跨域創新，新的問責系統需確保跨域協力的彈性（O’Flynn, 

2014）。若套用Glasby等人（2011）提及強化協力的策略，新的表現機制不僅應

關注聯合工作的績效責任，更需確認個別成員的權責，並給予適當的激勵和報

酬。

依據前述的個案與文獻分析結果顯示，我國政府偏好使用的協力策略反映著

相當的固著性。為突破過度仰賴正式化治理策略的可能限制，O’Flynn（2014）

建議從文化與領導面著手，亦即強調形塑跨域互動成員彼此信任的組織文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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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建立和維持跨域互動相當重要。如同Halligan（2007）表示，整全政府的成功

取決於組織文化的改變。所謂的組織治理文化，不僅指涉成員彼此信任的文化，

更涉及將公民共同利益視為公共服務核心之精神。Pollitt（2003）強調建立長期

互動關係的重要，不僅有助於公共行政技術的發展，更有利於提升成員從事跨域

與協力的意願，進而形成跨部會與跨部門共同提供公共服務時所需之信任文化。

（三）教育治理的應用
就治理策略正式性方面，研究結果顯示臺灣當前的中央協調機制主要以部會

因應任務需求的自主發起方式進行，倡議機關對於個案政策議題治理，偏好使

用命令型工具作為其治理策略，關鍵的政策目標亦都偏好透過命令型和誘因型治

理策略的組合來達成。為改善過度使用命令型與誘因型治理策略的問題，建議可

從改變政府部門的組織文化著手，以強化組織之間非正式的「合作」互動，以期

突破協力策略欠缺彈性的限制。綜言之，本研究建議培養組織跨域與協力的治理

文化，以增加治理策略的彈性空間；具體而言，可考慮以分享權威取代支配性權

威，透過非強迫的合作，促進不同團體之間的結盟；或以協商（議）取代契約和

行政裁量；建立公共資訊交換平台，進行協商與對話，進而分享組織文化價值與

績效利益。透過上述治理策略，增進行動者對於協力互動的信任，凝聚跨域治理

的共識。

此外，面對處理新興或高度複雜的教育政策議題時，明確的權責關係劃分確

實有助於成員跨域協力互動所需的彼此信任，可凝聚行動者對治理目標和願景的

共識。然而，為平衡治理過程的多元利益，仍須預留打破規則限制的可能，以促

進成員彼此間的非正式合作互動。為符應當代教育議題的複雜性，本研究建議政

府治理教育時，可建置兼具垂直與水平績效課責機制，以平衡治理策略過於正式

化的取向，並改善當前過度強調垂直面的績效問責系統。跨域與協力不能僅以正

式的績效標準來評估目標達成的情況，更應適時加入水平面的績效責任，包容彼

此不同需求和聲音，顧及個別成員的執行成果與表現，以激勵多元行動者參與，

進而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集體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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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面對社會快速變遷產生的高度複雜性與不確定性，為具備足以應付危機、緊

急事件的應變能力，民主國家的教育治理不僅需展現「公共行政」強調的政治中

立，反映「新公共管理」邏輯的效率，更需發揮「新公共治理」的跨域與協力。

如何依據教育場域特殊性，採取適當的治理途徑與因應策略，成為當前教育治理

的挑戰。有鑑於當前教育研究對於新公共治理之概念界定與操作仍相當模糊，為

能更為精確地瞭解教育治理特性，本研究聚焦教育領域可能展現之新公共治理途

徑與策略，試圖建置有助於探究與理解不同類型教育跨域與協力治理特性之分析

架構。

一、教育跨域與協力治理的類型與特徵

「跨域」與「協力」反映著新公共治理的核心理念，強調民主機制下的公共

事務運作是一種同時容納政府與社會其他資源和力量所形成的多元治理模式。就

公共行政的取徑而論，這個由不同部門多元行動者共同組成的「跨域」途徑，不

僅有代表科層體制的公部門、代表市場機制的私部門、象徵公民社會的第三部門

共同參與治理過程，更涉及同一部門不同組織（如政府內部的不同部會）與人員

的互動，彼此透過「協力」互動策略，共同提升政府運作的綜效。

新公共治理論述下的教育治理並非是斷裂、跳躍般的典範轉移產物，亦非公

共行政「進化」過程的最佳模式。相對地，教育領域的跨域與協力治理是一種可

同時包容不同治理運作機制之多樣態面貌。本研究依據兩個關鍵的治理面向，構

建出一個二維向度之分析框架（參見圖1）；透過縱軸代表的「治理途徑」（關

注治理行動者之組成以及倡議形式的多樣性）以及橫軸代表的「治理策略」（關

注治理運作之任務以及程序的正式化），可區分出四種教育領域的公共治理樣

態，各類型之間不存在規範性的優劣之別，僅就關鍵治理面向的程度差異，展現

出多樣態的治理特徵（彙整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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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四種教育跨域與協力治理樣態之比較

類型I 類型II 類型III 類型IV

治理
途徑

治理

參與
僅公部門 公部門為樞紐 公私部門共同 不限公部門

治理

倡議
政府主導 政府主導 集體共識 集體共識

治理
策略

治理

任務
政府目標 政府目標 政策問題 公共議題

治理

程序
正式化 正式化與仰賴制度性安排 正式化 正式化與非正式化

類型I的跨域治理途徑多樣性程度低，治理參與僅限政府內部的跨域互動，

治理倡議者均來自政府機構，由其主導公共政策目標之決策。這類型的治理任務

聚焦在解決政府問題或達成政府預設目標，強調透過政府組織改造以提升公部門

內部的水平與垂直跨域互動。由於這類協力互動涉及組織間的責任共享或風險分

擔，故常見正式化程度高的治理程序，以確保行動者間關係的持續穩定。

類型II的跨域治理途徑和類型I相似，都以公部門為跨域治理的樞紐，且決策

與規劃的過程都是由政府主導倡議，但這類型的治理參與擴及至政府部門外部，

儘管非政府部門僅參與政策執行與實施（或私部門僅在政策決策時扮演諮詢的角

色，未實際參與決策過程）。就治理策略特徵而言，雖然類型II和類型I都以實現

政府目標為其治理任務，但類型II的治理程序不侷限於正式化的組織運作方式，

在不消除組織界線的前提之下，仍可見非正式治理程序的運用。

類型III和前兩種治理樣態的最大差異在於治理途徑展現的特徵。這個類型的

治理參與以同時納入不同部門行動者為要件，而且倡議過程並非由政府部門單方

主控，而是所有治理行動者基於彼此對於協力互動的共識所進行之集體審議過

程。就治理任務而言，這類型也和前兩種有明顯差異，類型III治理任務不以解決

政府問題為限，非政府部門在意的公共議題與公共服務同樣可納入政策議程，成

為協力互動的治理任務。就治理策略的特徵而言，類型III和類型I相似，都偏好

使用正式化程度高的治理程序。

類型IV不以公部門是否參與治理為要件，也不限治理參與者是否有共同目

05-2_謝卓君_p039-080.indd   69 2022/7/20   上午 10:43:43



70　教育研究集刊　第68輯第2期 

標、相互信任，亦無論彼此是否能共享利益、共同分擔風險與責任；這類型的治

理參與是四種類型中最為多元的一種。類型IV和類型III類似，政府部門無法主導

治理倡議過程；代表公民社會的非政府部門組織與利害關係人可透過類型IV治

理途徑與政府部門共享審議權，展現出以共識為導向的集體審議過程。這類型的

治理策略特徵同樣是四種模式中最為複雜的，同時透過正式化與非正化的治理程

序，處理涉及公共事務之議題；換句話說，治理任務不再僅聚焦政府目標或政策

問題，舉凡涉及公共利益倡議或公共服務提供之社會公眾議題均可視為公共治理

之任務。

二、教育跨域與協力治理的途徑與策略

跨域與協力治理沒有所謂一體適用的最佳策略，擬定教育領域的新公共治理

革新策略，必須回歸治理脈絡的特殊性，而非直接選擇當前「流行」的治理樣態

（如網絡治理或協力治理）。

以我國教育領域發展跨域與協力治理的經驗而論，個案議題治理途徑展現的

多樣性相對有限。面對如此的治理特徵，若論及新公共治理的改革重點，或許

就不應一眛地著重在建置新的治理途徑，確保一定程度的行政管理共性仍具有其

價值與意義。針對教育跨域治理的途徑，本研究強調建立兼具共性與彈性治理途

徑的重要性。就治理策略的特徵，個案議題展現高度的正式性；為提升教育治理

的統合綜效，使政府能更即時地解決政策問題、更快速地回應公民社會對於教育

的需求，本研究建議可從建置兼具垂直與水平績效課責機制著手，以期能平衡治

理策略過於正式化的情況；同時，為使參與成員對於跨域治理途徑產生一定的信

賴，培養能夠穩定、持續溝通的協力互動文化亦有其重要性。

本研究依據分析式理論建構之研究途徑，在演繹邏輯的引導下，從公共行政

與政策領域的理論視角出發，進行教育治理實務的檢視，透過公共行政理論與教

育實務的交互檢證，以期對於教育領域的跨域與協力治理貢獻新的理解框架。然

而，礙於此研究取向乃以理論概念為核心，故本研究僅以高度抽象的理論文獻和

政策文本為研究資料，且聚焦在建構用以描述與理解不同程度之教育跨域途徑多

樣性與協力策略正式性的類型框架；換句話說，對於不同概念之間或變項間的關

係缺乏足夠的論證。面對這項研究限制，本文最後建議未來有志探究教育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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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可進行「資料驅動」導向的研究，透過個案分析探究教育治理場域現況，進

而釐清不同概念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抑或是透過所謂的理論測試取向或「假設

驅動」導向研究，驗證本研究提出的理論概念，或是依據分析架構進一步發展相

關的研究假設，期待透過不同研究取向，以擴大並充實教育治理的理論與實務運

作。

DOI: 10.53106/1028870820220668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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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政策代碼 政策參與者 政策制定機關 政策目標 政策工具

1 FT EL 1B AB
2 FT EE 1C AB
3 FT EE 1B2B ABD
4 F ED 1D3A3B A
5 FST EE 1B2A ABC
6 FST EL 1C2B ABD
7 FT EY 1B1C1F2B AB
8 FST LY 1B1C ABD
9 FST EE 2B3B ABD
10 FT EE 2B ABD
11 FST EE 2B ABD
12 FT EE 2B3B AB
13 FT EE 2B AB
14 FT EE 2B AB
15 FST EE 2B AB
16 FST EE 2B AD
17 FT EE * ABD
18 FT EE * A
19 FST EE 1A2B ABD
20 FT EE 1C AB
21 FT EE 1C2B AB
22 FST EE 1C2B AB
23 FT EE 2A AB
24 FS EC、ES 3B ABD
25 FST EE 3B AB
26 FST EE 3B AB
27 FST EE 3B AB

註：*配合南向國家企業產業需求，促進國際文教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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